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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领土争端是一种在当事国间长期存续且可能升级为国家间冲

突的争端类型。面对一些小国选择通过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升级的方

式解决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反常现象,本文试图探究小国升级与周边大

国领土争端的因果条件及过程。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历史记忆和

大国支持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决策行为的

双变量解释框架。具体而言,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时,若获得

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很可能会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仅获得一

般性大国支持则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若小国对周边

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此时小国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皆不愿升级与周边

大国的领土争端。通过定性实证方法,本文对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

2009—2020年的中菲、中越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发现格鲁吉亚

(2000—2008年)选择主动挑起俄格武装冲突,菲律宾(2009—2016年)选择

向中国发起长期政治对抗,即两国都主动引发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升级;

而菲律宾(2016—2020年)、越南(2009—2020年)和马来西亚(2009—2020
年)都与中国保持缓和,即选择搁置领土争端。当前中美竞争的日渐激烈使

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的形势更趋复杂,而能动的战略克制是中国应对

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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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领土争端是诸多国家间矛盾中可能导致争端各方陷入长期政治对抗甚

至武装冲突的一种争端类型,在1818—2001年的598起领土争端中有64起

爆发了领土战争。① 领土争端在存续期间往往长期“休眠”,但不时升级。②

而领土争端的升级不仅使争端各方陷入冲突,甚至会危及地区秩序,尤其是

小国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一般而言,悬殊的实力使小国不会主动升级

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然而,2009年以来,在中国已成为崛起国,南海周

边小国与中国的实力差距较冷战时期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却有小国主动

激化与中国这一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如2013年菲律宾挑起所谓的“南海仲

裁案”,使中菲关系陷入长达3年的政治对抗。在南海争端中,小国与周边大

国实际上处于一个结构性利益冲突的情景,一类小国(如菲律宾)曾出现挑

战周边大国的行为,另一类小国(如马来西亚)则是符合常理地对周边大国

保持克制。③ 结果是与周边大国保持克制的小国不但既得利益没有减少,甚

至因油气资源的稳定开发而获益颇丰,但那些挑战周边大国的小国则在周

边大国的反制下,既得利益不增反降。因此,本文试图厘清小国主动升级与

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条件及过程。该研究一方面旨在构建一个小国与周边

大国领土争端升级的因果解释框架,从而丰富关于弱国视角下导致领土争

端升级的互动因素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针对因中美战略竞争而更趋复杂

的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形势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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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her,
 

“Territorial
 

W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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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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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8,
 

No.3,
 

2021,
 

p.3.
存续期间即领土争端爆发后到解决前的中间阶段,1919—1995年的领土争端存

续时间平均约为39年。参见董柞壮:《时机选择、军力对比与领土争端升级》,载《世界经

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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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研究述评

相比领土争端爆发和领土争端解决,学界对领土争端升级的关注较

少。① 以争端互动方的行为体类别为标准,既有关于领土争端升级的理论研

究可分为整体和不对称两类视角。

(一)
 

整体视角

整体视角旨在回答影响所有类型领土争端升级的整体因素,主要有3种

观点。

首先是偏好说,认为挑战国升级领土争端的行为受其对领土争端现状

或手段偏好的影响。一方面,挑战国对领土争端现状的偏好源于挑战国对

争议领土价值及实际控制状况的判断,而争端一方或双方对领土争端现状

的不满都将导 致 其 成 为 试 图 改 变 现 状 的 挑 战 国。道 格 拉 斯·吉 布 勒

(Douglas
 

M.Gibler)指出,相比价值较低的领土争端,价值较高的领土争端

升级的可能性更大。② 保罗·塞内塞(Paul
 

D.Senese)和斯蒂芬·夸肯布什

(Stephen
 

L.Quackenbush)强调对现状的不满是争端国家意图挑战现状的

重要动力。③ 董柞壮亦认为,以对争议区域现状的态度为标准,可以把争端

中的国家分为“主权声索国家”与“安于现状国家”两类,其中“主权声索国

家”间的领土争端更容易被升级。④

另一方面,挑战国对领土争端事务是否倾向于通过克制手段解决。政

①

②

③

④

董柞壮:《时机选择、军力对比与领土争端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

第1期,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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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柞壮:《现状偏好与领土争端的升级与解决》,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1期,

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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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类型、国家战略①和意识形态②皆可能影响挑战国处理领土争端事务的选

择。以政体类型的典型代表民主和平论为例,这一理论认为政权类型是解

释领土争端升级为战争的关键因素。③ 鉴于民主国家偏好采用和平方式处

理领土争端,相比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及非民主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民主

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更不容易被升级。④ 但民主政体对领土争端升级的影响

是有条件的:莎拉·麦克劳克林·米切尔(Sara
 

McLaughlin
 

Mitchell)和布

兰登·普林斯(Brandon
 

C.Prins)发现,虽然发达民主国家间不会因领土问

题而爆发冲突,但欠发达民主国家间领土争端升级的可能性依然较高。⑤ 帕

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等认为,只有对过去战争的痛苦回忆才会使

民主决策者更不愿意使用军事手段而更愿意和平解决领土争端。⑥ 道格拉

斯·吉布勒(Douglas
 

M.Gibler)和亚历克斯·布雷思韦特(Alex
 

Braithwaite)强
调,民主因素只有在边界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发挥抑制争端升级的作用,即民

主国家间的和平更多是领土争端消弭后的表现而非原因。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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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武:《国家战略偏好对领土争端解决意愿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07年第

4期,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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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时机说,认为挑战国升级领土争端的行为受敌意或有限博弈两

种时机环境的影响。首先,争端国家间围绕争议领土的互动在敌意环境下

容易陷入恶性螺旋。杨勉认为,领土争端并非总处于激化状态,往往在与政

治争端同时演变和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升级为冲突。① 卡蕾娜·拉斯勒

(Karena.Rasler)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Thompson)亦指出,敌对状态

下的既有领土争端比敌对情况下的新领土争议更容易发展为军事冲突或战

争。② 其次,有限博弈的环境会提升挑战国从事投机行为的可能性,而争端

国家间有限博弈环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军事同盟或核武器的影响。如

铃木秋 里 (Akisato
 

Suzuki)和 尼 奥 菲 托 斯 · 洛 伊 齐 德 斯 (Neophytos
 

Loizides)通过对土希爱琴海争端及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考察,认为北约或

核武器的存在在约束大战爆发的同时也鼓励了低烈度冲突的频发。③ 值得

注意的是,无论是对于同盟内国家间的领土争端,还是有第三方盟国存在的

争端,军事同盟都能一定程度上抑制领土战争的爆发,但不能抑制领土争端

的低烈度升级。④

最后是决策者因素说,认为挑战国升级领土争端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

是领导人的决策偏好或时机判断。一方面,领导人是否对现状满意或是否

倾向于在争端互动中采用克制手段,与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及军事冲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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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杨勉:《当代边界与领土争端升级激化的原因分析》,载《世界地理研究》,2009年

第1期,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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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①、领土争端冲突的严重程度②和选举周期③等相关。另一方面,领导人认

为是否存在升级领土争端的时机环境。对于敌意环境,保罗·胡思(Paul
 

K.

Huth)认为,挑战国领导人升级领土争端的国内动机是多样的,而国际战略

环境最能解释领土争端在不同程度的升级。④ 而在有限博弈环境中,领导人

升级领土争端的决策可能因盟国约束而被压制⑤,亦可能因转移国内矛盾之

需而主动挑起冲突⑥。

整体视角的不足在于忽略了国家实力以及争端双方实力对比这一影响

挑战者是否决定升级领土争端的重要因素。虽然弱者主动升级与强者领土

争端的事例并不罕见⑦,但该视角的既有研究分析忽视了小国与周边大国这

类重要的不对称领土争端类型。实际上,相比弱国与非大国的不对称领土

争端,弱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可能性更低且对地区秩序的冲击更

大,如巴基斯坦和印度在领土争端上多次爆发武装冲突但对南亚秩序的影

响有限,而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军事化领土冲突并不常见却对欧洲乃至全球

秩序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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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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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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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阿根廷主动挑起与英国的马岛战争。诚然,若互动双方的实力不对称不存在

质的差异,则弱者向强者的挑战并不让人诧异,就如非洲大草原上一群斑鬣狗敢猎杀落

单狮子或猎豹等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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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对称视角

鉴于强者以各种理由升级与弱者的领土争端的案例较为常见,不对称

视角主要解答弱国选择主动升级与强国领土争端的影响因素。一是争议领

土价值和强国声誉影响弱国是否采取挑战行为的偏好。若争议领土具备战

略价值,则弱国可能通过对争议领土的率先控制来增强其抵御强国的能

力。① 而强国声誉影响的是弱国对强国行为的预判②,这源自强国与弱国或

与其他国家在领土争端中的表现③。若强国在既往互动中倾向于让步,则可

能对弱国升级与强国领土争端的行为形成鼓励。二是冲突烈度和实力变化

影响弱国是否采取挑战行为的时机判断。在中低烈度的领土争端升级中,

较低的预期代价使弱国更容易主动挑战强国;但在高烈度的领土争端升级

中,高昂的预期代价使弱国不敢轻易挑战强国。④ 而当不控制争议领土的强

国实力增强时,弱国与强国领土争端上升为军事化冲突的风险上升。⑤ 既有

不对称视角主要以一般性不对称领土争端为研究对象,对小国主动升级与

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讨论较少,未能区分不同实力差距情况下弱国在不对

称领土争端互动中的决策差异,如与中国实力差距较小的印度选择挑起了

加勒万河谷冲突,但与中国实力差距相对更悬殊的越南则在万安滩事件中

始终避免对华武装冲突的发生。

综上,既有研究对不对称领土争端升级的讨论不足,使对于弱国视角下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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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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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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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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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4,
 

No.4,
 

2010,
 

pp.985-986.
Crisher,

 

“Territ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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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bsolute
 

Outcomes,”
 

p.1.
Molly

 

M.Melin
 

and
 

Alexandru
 

Grigorescu,
 

“Connecting
 

the
 

Dot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Escalation
 

in
 

a
 

World
 

of
 

Entangled
 

Territorial
 

Claim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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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8,
 

No.6,
 

2014,
 

p.1085;
 

Chong
 

Chen,
 

“Territorial
 

Dispute
 

Initiation
 

by
 

Weaker
 

Sta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3,
 

2018,
 

p.339.
董柞壮:《时机选择、军力对比与领土争端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

第1期,第140页。

Sam
 

R.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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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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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ace
 

Science,
 

Vol.34,
 

No.2,
 

2017,
 

pp.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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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领土升级的分析存在继续深化的空间,尤其是对小国主动升级与周

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探究。此外,既有研究大多运用定量方法揭示与领

土争端升级相关的许多因素的存在,但对于其因果机制的理解并不全面。

同时,本文通过缩小研究范围,也提升了对领土争端升级因果机制的过程性

描述。在领土争端升级中,偏好和时机是影响挑战国是否决定升级与目标

国领土争端的两大因素。前者无论是现状偏好还是手段偏好,背后实际是

挑战国对目标国的威胁认知;后者不管是敌意还是有限博弈环境,实质是挑

战国实力底气的反映,而决策者因素很大程度上只是偏好和时机在国家黑

箱打开后的具体投射。因此,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构建一个弱

国视角下小国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升级的因果解释框架。接下来将从4个

部分展开论述,首先是概念辨析与理论假定,其次是提出一个小国升级与周

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发生的理论机制,再次是案例检验,最后是全文的总结。

三、
 

概念辨析与理论假定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决策生成机制是本文研究的核心

问题,因而需要对核心概念和理论假定进行说明。

(一)
 

核心概念

本文探讨的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案例主要涉及大国与小

国、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决策行为、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4个核

心概念,本部分将逐一辨析。

1.
 

大国与小国

从国际体系层次看,大国数量在任何时代的有限性使得学界对大国的

定义相对统一,摩根索认为大国是指那些有能力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主要角

色的国家。① 华尔兹进一步提出大国就是世界体系的主导国。② 借鉴米尔

①

②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374页。
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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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海默对大国更为清晰的定义,本文提到的大国指那些具有争夺地区主导

权的实力甚至已经取得地区主导权的国家。① 根据这一定义,在二战后的国

际格局中曾先后存在4个大国,分别是1945年至今的美国,1945—1991年

的苏联,2000年至今进入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和2009年至今的中国。而小国

数量的庞大使学界对小国的界定难以形成共识,但总体上遵循两种定义思

路。一种是通过明确的统计指标定义小国,如韦民将小国界定为人口低于

1000万的主权国家。② 另一种则是相对意义上的小国,如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认为小国是那些自认为没有实力通过自助方式维护本国安全

的国家。③ 要对小国作出严格的定义是困难的,但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

遵循其中一种思路对“小国”概念进行界定。④ 鉴于本文关注的是大国与小

国间的行为体互动规律,因而采取相对意义上的小国定义较为合适。在排

除具备安全自助能力及一定体系影响力的5个强国———英、法、德、日、印后,

本文定义的小国是指区域内非大国或强国的国家。

2.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

从行为体的互动状态看,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应具备3个

特征:在时间上,小国是这一轮互动的先手;在形式上,小国与周边大国形成

利益冲突的局面;在结果上,双边关系出现恶化甚至存在冲突烈度螺旋上升

的可能。在既有研究中,武装冲突是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

典型结果。二战后,随着国际法等规范性力量对国际关系影响力的提升,小

国获得了以制度方式挑战大国的选项。⑤ 例如,小国可以利用国际法庭或联

合国机构等多边平台控诉大国行为,但这可能使它们陷入以年为单位的长

期政治对抗。对小国来说,相比武装冲突,与周边大国进行长期政治对抗的

①

②

③

④

⑤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唐小松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93页。

韦民:《小国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Robert
 

O.Keohane,
 

“Lilliputians'
 

Dilemmas:
 

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2,
 

1969,
 

p.296.
方军祥、李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小国概念分析》,载《国际论坛》,2005年第

7期,第39页。
刘志云:《论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

期,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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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风险同样巨大且恐无本质区别,因为纵使不付诸战争,周边大国亦具备

以其他手段惩罚小国的博弈优势:一是经济制裁,如美国经常对反美小国挥

舞制裁大棒;二是政治颠覆,如冷战时期美苏情报机关通过政治暗杀等方式

颠覆敌对小国的政权。然而,小国却很难对周边大国造成重大伤害,哪怕小

国在制度博弈中取胜,或有其他大国的介入,国际规范对周边大国的约束力

也相当有限。例如,冷战时的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与苏联交好的尼加拉瓜左

翼政府赢得了诉讼,但美国拒不执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总的来看,小国升

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

3.
 

历史记忆

在国际政治中,历史记忆是指行为体A与行为体B在涉及重大问题上

的交往使A对B形成的一种难以改变的稳固认识。① 在小国与周边大国的

领土争端中,过去互动印象和近期互动印象都是历史记忆,其分野以某一轮

领土争端互动为界,前者指小国基于该轮领土争端互动前的经历对周边大

国的形象判断,后者则是小国在该轮领土争端互动期间对周边大国的形象

判断。过去互动印象对历史记忆的整体判断起主要作用②,而近期互动印象

对历史记忆的整体判断起辅助作用③。若近期互动印象与过去互动印象相

符,则小国对周边大国的积极或消极观感因认知相符④而强化;若近期互动

印象与过去互动印象不符,则小国可能对周边大国的过去互动印象进行调

整。基于历史记忆,小国对周边大国的看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面历史记

①

②

③

④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291—292页。
受益的过去互动经历将使小国对周边大国产生积极观感,受害的过去互动经历

则让小国对周边大国形成消极观感,若受益与受害的过去互动经历并存,则小国对周边

大国将呈现杂糅了积极与消极两种相反情绪的复合观感,此时最近一次互动经历对小国

的影响最大。
因为过去互动印象不可能完全重现,如一个威慑的历史场景只有在威胁动机同

样存在、完全具有同样威胁能力及内外环境同样有利的情况下,才可能相似地“重现”。
相关论述参见李开盛:《认知、威胁时滞与国家安全决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

第10期,第37页。
即人们的一种趋于相符或平衡的认识结构,如人们趋于把预期为积极的事物归

纳为积极事物,把预期为消极的事物归纳为消极事物。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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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即小国认为周边大国在争端互动中将保持战略克制;另一种是负面历史

记忆,即小国认为周边大国在争端互动中曾以武力改变现状。前者使小国

对周边大国的安全忧虑有限,后者让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安全担忧加剧。

4.
 

大国支持

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支持可被定义为小国获得的与被挑战大国处于竞

争或敌对状态的其他大国所提供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力量援助。① 在小国与

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中,大国支持可划分为一般性大国支持和可靠性大国

支持两类,衡量指标是支持大国是否为小国之军事盟国。② 选择该指标的原

因是提供支持的大国对盟国的投入通常高于非盟国,且背叛成本较高。从

支持内容看,政治援助是支持大国对小国所采取行为的认同性政治表态,程

度从低到高分别是政治呼吁、政治关切、政治承认和联合国表决支持等③;经

济援助是支持大国向小国提供的无偿援助、低息贷款、贸易优惠与有偿技术

支持等;军事援助是支持大国向小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力度从小到大分别是

军备给予或销售、联合军演、军事人员培训、驻军保护和直接参战等。④

(二)
 

理论假定

在上述核心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作为理论推演前提的两项假

定。第一,理性选择是小国、周边大国和支持大国彼此互动博弈的主要决策

①

②

③

④

借鉴了对外援助的定义,即指一国向他国提供的经济、军事和其他形式的援助。
参见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6,
 

No.2,
 

1962,
 

p.301.
军事同盟即签订正式条约或军事合作程度极高的事实同盟,因为在国际政治现

实中,军事同盟虽主要以正式条约来确认,但也存在一些诸如美以关系那样的事实同盟,
特点是军事合作程度极高,包括大额军援、定期联合军事演训、允许驻军等等。

树敌状况(周边大国多大程度的敌视)和国际声望(会否导致第三方国家对支持

大国国际形象的消极评价)是支持大国进行不同形式政治援助的主要成本考虑,相比经

济与军事援助,政治援助的成本计算虽更为隐性,但同样需要支持大国慎重抉择,如美国

长期以来并不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直至特朗普执政后才被打破。
可依据成本大小对同一种援助内的不同形式进行程度排序,但很难对3种援助

进行整体种间或同级别种间比较,而3种援助中成本较高的援助形式往往见诸可靠性大

国支持,但鲜见于一般性大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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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第二,本文主要从单元层次探讨小国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互动规

律。原因是既有研究对领土争端升级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至于

国内层次的决策者因素,一方面是小国档案解密制度的欠缺或档案解密期

限的限制,导致直接验证材料的收集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是与大国冲突的巨

大预期代价使决策者不得不遵循理性决策,即使好战或想转移国内矛盾的

决策者也会谨慎考虑是否选择以弱欺强,哪怕强如纳粹德国,希特勒的扩张

也是先侵占周边小国而不是直接与英法对垒西线。

四、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逻辑

那些与周边大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小国在大国权争下容易成为其他大国

拉拢的对象,原因是它们本来就对周边大国存在安全忧虑。在负面历史记

忆的作用下,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安全忧虑进一步升级为安全恐惧,此时其若

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极可能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本文提出的小

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逻辑如图1所示。

图1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逻辑

 来源:作者自制。

(一)
 

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存续下的小国安全环境

在小国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中,小国安全环境往往受领土争端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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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争的前置性影响,因此小国对周边大国心存担忧且可能成为其他大国

的拉拢目标。具体而言:

首先,领土归属的排他性使小国与周边大国实际处于一个结构性利益

冲突的场域。在领土争端爆发、存续和解决的过程中(见图2),小国与周边

大国的安全关系可以呈现3种不同的状态,即领土争端未爆发或已解决时的

互不提防、领土争端搁置时的相互警惕和领土争端发生时的相互敌视。鉴

于本文关注的是存续期间的领土争端升级现象,此阶段小国必然对周边大

国存在安全忧虑。

图2 领土争端下小国与周边大国的安全关系

 来源:作者自制。

其次,大国权争将为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发生提供两

种土壤。① 一方面,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安全忧虑可能进一步上升。因为大国

权争意味着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无法成为棋手的小国只能被动招架,那些

处于大国斗争焦点地区的小国往往会沦为第一批受害者,甚至这种伤害还

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无妄之灾。典型例子如两次世界大战时夹在法德之间的

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不管它们是否宣布中立,都沦为了大国

争斗的战场。这使小国在大国权争中的根本意愿是防御性的生存自保或战

①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大国权争几乎从未中断,除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使

美国突然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且无一强国敢与之对抗,但这种没有挑战者的单极格局

并未长期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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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止损。① 无论是崛起国的蓄意扩张还是守成国的逼迫站队,小国都不

得不积极应对大国威胁,但相比那些与小国不存在领土争端的其他大

国,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安全忧虑更大且被提升的可能性更高。另一方

面,小国获得竞争中其他大国支持的可能性增大,因为那些对周边大国

存在安全忧虑的小国正是其他大国进行挑拨拉拢以给敌方制造战略麻烦

的理想选择。

(二)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决策的生成

本文认为,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是历史记忆和大国支

持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记忆影响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威胁认知。② 然而,即

使小国认为周边大国满怀恶意也并不一定就有先发制人的勇气,因为抵抗

意志难以拉平实力鸿沟,虽有美越战争那样小国以付出远超大国的伤亡代

价取得政治胜利的特例,但若在大国意志同样坚定的情况下,小国几乎注定

败亡。例如,布尔人为捍卫家园抵抗英国入侵的意志不可谓不坚定,但在日

不落帝国鼎盛时期的实力优势压迫下,最终还是战败亡国。大国支持则影

①

②

这不是说小国不会有在大国权争中左右逢源并趁机壮大的想法,所有的大国都

是由小国逐渐发展而来的历史幸运儿,如普鲁士公国在神圣罗马帝国众多小邦中的脱颖

而出,历经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几乎所有欧陆大国战争的洗礼并曾一度濒临亡国,才最终

一统德意志并称霸欧陆,但这种概率极低且风险极高。根据前景理论,行为体在面临未

来高收益和当前高风险间的抉择时往往倾向于规避风险,所以大国权争对小国而言更多

是危险而非机遇。参见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16—19页。
在领土价值的重要性使小国必然对周边大国心存警惕的情况下,周边大国的当

前行为也影响着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威胁认知。但在领土争端存续期间的互动中,历史记

忆对小国威胁认知的作用更为关键,不应将小国对周边大国当前行为的认知与过往经历

作割裂式的理解。原因之一是过去互动印象是小国对周边大国威胁认知的重要参考,其
二是近期互动印象作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同样受过去互动印象的影响,即小国无法对

周边大国当前行为的判断仅限于当前,而是不由自主地联系过往经历。参见庄嘉颖、郝
拓德:《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以东亚双边争端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4年第9期,第56—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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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实力底气①,但他助实力并非绝对可靠,即使是同盟,

背叛也非鲜见,如一战时原属同盟国集团的意大利战时背叛并加入协约国

集团。故小国纵有可靠性大国支持也很难真正拥有大国底气,不会贸然挑

战周边大国。

在自变量组合的4种情形中,只有当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且

拥有可靠性大国支持时,小国主动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可能性最大。

具体而言:负面历史记忆使小国担忧周边大国以强硬方式解决争端问题,在

先入为主地认定周边大国不怀好意的情况下,小国在与周边大国围绕争端

问题进行互动时很容易被认知相符影响,即小国很可能在互动中对周边大

国采取具有对抗性的制衡措施。这一般会引起周边大国对等乃至升级的

反制,而周边大国的反制则可能进一步加剧小国对周边大国的安全恐慌,

因为哪怕是对等反制,小国也很难抗衡周边大国。此时小国往往倾向于将

双边争端国际化,即引进第三方势力,尤其是谋求与同周边大国处于竞争

或敌对关系的其他大国的支持,以制衡周边大国的实力优势。而其他大国

的介入必然引起周边大国的高度警惕,此时不管小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程

度如何,其被周边大国视为其他大国马前卒的概率大增,周边大国因而进一

步加大对小国的反制力度,如此循环,使小国与周边大国关系陷入恶性螺

旋。② 简言之,持负面历史记忆的小国与周边大国的互动,使小国对周边大

国的安全恐惧不断加剧,可靠性大国的支持增强了小国对抗周边大国的实

力底气,此时小国很可能会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即实现领土争端

①

②

当支持大国为小国盟国时,小国对周边大国的挑战存在受支持大国约束的可能

性,但本文认为这对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影响有限。先不论支持大国是

否有约束小国挑战行为的意愿,在不对称联盟管理中,强国想在事关重大安全利益的事

项上约束弱国并不容易,如2008年俄格冲突前美国约束格鲁吉亚的失败,而弱国议价能

力的存在亦可能使强国约束走向退让,如土耳其不顾美国反对向俄罗斯军购S-400防空

导弹系统的成功。参见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

第3期,第74页;王雄发、谢凌志:《不对称联盟管理的弱国议价机制:以美国联盟体系为

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8期,第146—148页。
实际上,负面历史记忆下小国与周边大国安全关系之所以陷入恶性螺旋,关键

在于小国对周边大国战略意图的主观判断,而这种判断不一定是对周边大国真实战略意

图的客观反映,因为纵使周边大国事实上不具备战略恶意,小国也可能把周边大国就事

论事的战略克制式反制措施理解为周边大国以武力谋求现状改变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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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其余3种情形下,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可能性不大,即更有

可能导向领土争端搁置。首先,当小国对大国持有正面历史记忆,同时获得

可靠性大国支持时,虽然可靠性大国支持的获得一定程度上使小国具备了

与周边大国博弈的底气,但正面历史记忆说明小国没有挑战周边大国的内

部意愿,即不管小国与周边大国是否存在结构性利益冲突,小国都认为周边

大国不具备战略恶意。此时小国并不愿意卷入支持大国与周边大国的权争

漩涡,即使无奈站队,也不愿充当将大概率沦为炮灰的马前卒角色,所以在

有限动力驱使下小国不大可能挑战周边大国。

其次,当小国对大国持有负面历史记忆,同时具备一般性大国支持时,

虽然负面历史记忆使小国认为周边大国具有以强硬方式改变争端现状的战

略恶意,但一般性大国支持无法真正夯实小国的实力底气,小国更担心自

己被支持大国利用,即支持大国以很小的代价诱使小国站队,若这种状态

下小国成为支持大国对抗周边大国的急先锋,被支持大国背叛的可能性不

低且小国很可能独自面对周边大国的惩罚,此时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损失

可能大于向周边大国屈从的代价,所以底气不足情况下小国亦不愿挑战周

边大国。

最后,当小国对大国持有正面历史记忆,同时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时,

此时小国既不认为周边大国对其存在战略恶意,也没有与周边大国博弈的

实力底气,理性上绝不愿卷入大国权争漩涡,而是采取对冲策略以维持在竞

争大国间的平衡。此时若一方大国过度逼迫,还可能导致小国选择站队另

一方大国的阵营,所以在内在动力和实力底气皆不足的情况下,小国挑战周

边大国的概率最低。

(三)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建立了一个弱国视角下小国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升级

的双变量解释框架,其中自变量是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因变量是小国升级

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选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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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史记忆、大国支持及小国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升级

大国支持

一般性 可靠性

历史

记忆

正面
正面历史记忆,一般性大国支持

(领土争端搁置)
正面历史记忆,可靠性大国支持

(领土争端搁置)

负面
负面历史记忆,一般性大国支持

(领土争端搁置)
负面历史记忆,可靠性大国支持

(领土争端升级)

  来源:作者自制。

假设1:
 

在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的情况下,小国不管获得哪

种类型的大国支持,均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

假设2:
 

在小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的情况下,小国若获得一般

性大国支持则仍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

则很可能会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

五、
 

案例检验

本文选取了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及2009—2020年的中菲南海争

端、中越南海争端和中马南海争端进行案例分析,理据有二。其一,验证案

例的内容与待检验理论的时空条件是否适应。首先,验证案例的时间条件

是相同的,这是尽可能控制案例误差以进行有效案例比较的重要前提。① 从

时间上看,这些案例中小国与周边大国的互动都发生在2000年以后,此时国

际格局处于美国单极格局由盛转衰、中俄两国逐渐成为美国主要战略对手

的时期。其次,从空间上看,菲、越、马三国皆是东南亚国家且国家体量及经

济发展程度大致相同,能减少区域及国力差异对小国决策的影响,而格鲁吉

亚是位于高加索地区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俄格互动与中菲互动之间的地

区差异性明显,却存在性质相似的互动结果,即小国挑战了周边大国,能进

一步提升理论模型的外部效应。最后,同一时空条件下验证案例的行为体

皆符合待验证理论对大国和小国的定义,菲、越、马三国和格鲁吉亚毫无疑

① 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中的时空与案例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2018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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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属于小国;俄罗斯自2000年进入普京时代后,其国际影响力迎来显著复

兴,美国则以加速的北约东扩不断打压俄罗斯的发展;而中国直到2009年以

后才成为国际体系意义上的大国,美国甚至抛出“G2”概念,客观上说明作为

守成国的美国开始真正视中国为能威胁其地位的崛起国,此后中美大国竞

争也越发激烈。

其二,验证案例所体现的检验方法对待验证理论是否有效。在既有研

究已经证实两个自变量皆与因变量存在相关关系的情况下,本文检验的重

点是验证从两个自变量发挥作用到因变量结果出现的因果机制传递过程,

而验证案例所体现的过程追踪、半负面案例和比较案例相结合的定性检验

方法,能有效检验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生成机制。具体而

言,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存在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控制权归属争议,菲、越、马

三国则与中国存在南海岛屿归属争端。在因变量结果上,2000—2008年的

格鲁吉亚和2009—2016年的菲律宾都曾挑战周边大国,前者与俄罗斯陷入

武装冲突(挑起俄格战争),而后者曾与中国进行长期政治对抗(发起所谓

“南海仲裁案”)。在两个自变量上,越菲两国属于至少一个自变量发挥了作

用,而马来西亚是两者皆无。因此,2000—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2009—2016
年的菲律宾皆为正面案例,2009—2020年的马来西亚则属负面案例,2016—

2020年的菲律宾和2009—2020年的越南则皆属半负面案例。而在这4个

案例中,能形成案例内求同和案例间求异两种比较,可以进一步提升理论模

型的内部效度。

(一)
 

2000—2008年的俄格争端:
 

走向武装冲突

自2000年起,在普京第一次出任俄罗斯总统的8年间,俄罗斯国力及国

际影响力皆增长显著。这引起自冷战结束后就始终防范俄罗斯复兴的美国

的警惕。美国遂推动北约加速东扩以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

下,格鲁吉亚所属的高加索地区成了这一轮美俄大国权争的重要场域。

格鲁吉亚自1991年正式独立以来,围绕着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两地控制

权的争夺长期存续,负面历史记忆使其一直对俄罗斯怀有深深的安全疑惧。

这主要源自消极的过去互动印象:一方面是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失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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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表现是格鲁吉亚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就自行发布了国家独立宣言;另一

方面是在20世纪90年代格鲁吉亚的两场内战中俄罗斯实际偏袒格鲁吉亚

地方割据势力。① 2000年俄罗斯迈向复兴后,在格俄两国围绕两地问题的

近期互动中,认知相符使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强化。2000

年12月,俄罗斯决定对格鲁吉亚居民施行签证制度,但不包括南奥塞梯-阿

布哈兹两地,这遭到格鲁吉亚的强烈反对。2002年11月22日,为缩小与俄

罗斯对抗的实力差距,格鲁吉亚正式申请加入北约。② 这说明在2003年11

月“玫瑰革命”前,格鲁吉亚已深感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无论是“颜色革

命”前的谢瓦尔德纳泽政府还是继任的萨卡什维利政府皆热衷于拉美制俄。

在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美格关系在此期间持续升

温,并发展成为事实盟友。2001年10月,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访美,

表示格希望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并愿意向美开放领土、领空。③ 2003年3月,

《格美国防合作协议》获格鲁吉亚议会批准,该协议允许美军人员免签入境,

且可在格境内自由行动。④ 2006年3月,格鲁吉亚第一副防长马穆卡·库达

瓦(Mamuka
 

Kudava)在华盛顿称,格鲁吉亚已是北约的事实盟国。⑤ 截至

2007年9月,格鲁吉亚派驻伊拉克军事人员的规模已达2000人,仅次于美

英,显示了格鲁吉亚对美国的坚定追随。⑥ 与此同时,美国对格援助投入持

续增加:一是在政治上明确支持格鲁吉亚的争端立场。2008年7月,时任

美国国务卿赖斯称美国坚决支持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及保护其领土完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宪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的变化及走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8年第5期,第47—48页。
杨恕、张会丽:《俄格冲突后的格鲁吉亚局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1期,第72页。
毕洪业:《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格鲁吉亚》,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

3期,第64页。
苏畅:《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

年第6期,第35页。

Mamuka
 

Kudava,
 

“Georgian-NATO
 

Relations
 

and
 

Georgian
 

Security,”
 

CSIS,
 

p.2,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legacy_files/files/

attachments/060321_georgia_summary.pdf,
 

访问时间:2023年2月5日。
节大磊:《约束盟国的逻辑与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3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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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经济和军事上提供巨额援助。据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显示,2000—

2008年,美国对格经济及军事援助总额达17.87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为

15.2亿美元,军事援助为2.6亿美元,而军事援助的主要形式是军备赠予及

贸易、联合军演、军事人员培训及小规模驻军等。①

因此,格鲁吉亚在负面历史记忆和可靠性大国支持的综合作用下,在南

奥塞梯-阿布哈兹问题上越发采取对抗政策,导致俄格矛盾不断加剧,双方走

向武装冲突。2002年9月,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因是否允许俄军进入双方交

界的潘基西峡谷清剿车臣武装分子一事几近爆发武装冲突。② 2004年5月,

格鲁吉亚政府顺利恢复了对存在独立倾向的阿扎尔的控制权,进而派兵进

入南奥塞梯。③ 2006年,格鲁吉亚在南奥塞梯设立警检站,在引发冲突后乘

机派内务部队进驻冲突地区。④ 2007年9月,格鲁吉亚政府以反间谍名义逮

捕了4名俄军军官,甚至一度包围了俄军驻外高加索地区司令部。⑤ 面对格

鲁吉亚日益紧逼的态势,俄罗斯已然做好了准备。2008年7月,在格鲁吉亚

与美国大搞联合军演之际,俄罗斯亦举行了超8000人参演的“高加索-2008”

演习,且演习结束后参演部队并未返回原驻地。最终,2008年8月7日,格

军进攻南奥塞梯并主动波及驻南俄军部队,俄格武装冲突爆发。随着俄军

的大规模反击,战斗持续仅5天就结束了,俄胜格败的结果导致格鲁吉亚失

去了对1/5人口和1/7领土的控制权。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USAID,
 

“US
 

Overseas
 

Loans
 

&
 

Grants,”
 

2021,
 

https://explorer.usaid.gov/

reports.html,
 

访问时间:2022年5月10日。
毕洪业、陈国庆:《后冷战时期俄美在格鲁吉亚的地缘政治较量》,载《俄罗斯研

究》,2006年第4期,第41页。
谢尔盖·马尔科多诺夫:《大高加索的危机与俄罗斯

 

———“五日战争”之结果及

影响》,载《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2期,第58页。
毕洪业、陈国庆:《后冷战时期俄美在格鲁吉亚的地缘政治较量》,载《俄罗斯研

究》,2006年第4期,第42页。

Civil
 

Georgia,“4
 

Russian
 

Officers
 

Arrested,
 

Charged
 

with
 

Espionage,”
  

September
 

27,
 

2007,
 

https://www.old.civil.ge/eng/article.php? id=13658,
 

访问时

间:2022年10月14日。
杨恕、张会丽:《俄格冲突后的格鲁吉亚局势》,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1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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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9—2020年的中菲南海争端:
 

从对抗到缓和

1.
 

中菲政治对抗(2009—2016 年)

  中国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使原本静寂多年的南海成为这轮大国

权争的焦点场域。2009年,美国借“无暇”号事件炒作中国海洋政策,菲越马

三国试图从法理上巩固既得利益,中国的对策重心被迫转向“维护权益”,南

海争端所面临的区域环境已发生根本性改变。①
 

此时,由消极的过去互动印象激起的负面历史记忆使菲律宾认为中国

的南海政策对菲战略恶意显著,担忧中国很可能将以武力改变中菲南海争

端的现状。2009年5月7日,中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南海断续线的历史权

益声明,而时任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诺贝托·冈萨雷斯(Norberto
 

Gonzales)

却认为,菲律宾只是“受中国欺负的无辜弱者”。② 加上中菲近期互动———中

国南海政策重心被迫转向后的合法维权带来的印象,让菲律宾更加坚定中

国对菲南海战略满怀恶意的判断。在黄岩岛事件中,2012年4月8日,菲律

宾海军巡逻机发现黄岩岛潟湖内有正在作业的中国渔船。③ 4月10日,菲律

宾军舰与接到命令前来维权的两艘中国海巡船形成对峙,紧张局势一直持

续到6月16日菲律宾公务船撤离黄岩岛才暂告缓和,中国自此恢复了对黄

岩岛的实际控制权。但美菲认为中方没有按约定同时撤离潟湖使其受了

“欺骗”④,既得利益的丧失也无疑加剧了菲律宾对中国的安全恐惧。值得注意

的是,菲律宾的这种对华负面认知与其领导人换届的关系并不显著:阿罗约作

为
 

1975年中菲建交以来最为友华的菲律宾总统,却在2009年签署了被认为是

对中国南海政策负面认知典型的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而继任的阿基诺三

①

②

③

④

曾勇、万雪飞:《论中国两次对菲南海维权斗争》,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
年第5期,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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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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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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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p.264-265.
Mr.R

 

G
 

Bawaska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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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China
 

Sea
 

and
 

India's
 

Strategic
 

Gesture,”
 

Atharva
 

Publications,
 

2017,
 

p.86,
 

https://www.
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38041643,

 

访问时间:2023年2月5日。
傅莹:《看世界2:百年变局下的挑战和抉择》,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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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政府亦非开始即有意疏远中国,如2010年10月,菲律宾响应中国号召,没有

派员出席当年业已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①

在中菲南海争端的双边互动呈现螺旋恶化的冲突趋势之时,美菲同盟

关系则处于不断强化的过程。首先是新双边常态化互动机制的设立。2011
年1月,由美菲两国副部级官员领衔参与的美菲双边战略对话首次举行。其

次是在安全协议成果上,2014年4月28日,菲美签署了《强化防务合作协

议》(EDCA)。与此同时,美国对菲律宾的援助力度显著上升,无疑极大增强

了菲律宾对抗中国的底气。一是政治援助,即美国在中菲南海争端中对菲

律宾立场的偏袒性表态。2011年6月27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所谓“谴责中

国在南海地区示强”的决议。② 二是经济援助,美国国际援助开发署的数据显

示,美国对菲经济援助大幅上升,在2010—2015年的6年间,美国对菲经济援

助总额高达16.11亿美元,年均达2.685亿美元,近乎是2009年5800万美元

的4.6倍。三是军事援助,美国对菲军事援助投入从2009年的4400万美元

增长到2015年的1.16亿美元,通常表现形式是美国向菲律宾提供军备赠

予、军备贸易、联合军演和人员培训等。2016年3月,美菲开始在菲律宾专

属经济区开展联合巡逻行动。③

在负面历史记忆和可靠性大国支持的共同作用下,菲律宾不顾中国的

反对,单方提起“南海仲裁案”,使中菲关系急速恶化并陷入长达3年多的政

治对抗期。对抗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中菲高层往来频率大幅度

下降,自菲律宾单方启动“南海仲裁案”后,中菲部长级别以上的高层往来更

是近乎停滞。④ 二是军事上中菲安全对峙局面迟迟未能消散,尤其是菲律宾

①

②

③

④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Aquino
 

Administration's
 

Balancing
 

Policy
 

against
 

an
 

Emergent
 

China:
 

Its
 

Domestic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Pacific
 

Affairs,
 

Vol.87,
 

No.1,
 

2014,
 

p.14.
ABS-CBN,

 

“US
 

Senate
 

Deplores
 

China's
 

Use
 

of
 

Force
 

at
 

Sea”,
 

June
 

28,
 

2011,
 

https://news.abs-cbn.com/nation/06/28/11/us-senate-deplores-chinas-use-force-sea,
 

访

问时间:2021年9月28日。

Renato
 

Cruz
 

De
 

Castro,
 

“Abstract
 

of
 

Crisis
 

in
 

Philippine-U.S.Security
 

Relations:
 

From
 

an
 

Alliance
 

to
 

a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Pacific
 

Review,
 

Vol.35,
 

No.3,
 

2022,
 

p.487.
张明亮:《淡化“南海仲裁案”与缓解中菲关系》,载《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5

期,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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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外援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极为明显,如2016年3月菲律宾宣布允许

美军轮驻其本土的5个军事基地,其中一个靠近南沙群岛。① 三是经济上中

菲经贸关系受到负面冲击,且菲律宾的损失相对更大。以农业为例,在黄岩

岛事件期间,中国国家质监局加强了进口菲律宾水果的检验检疫,原本日成

交量可达5吨左右的菲律宾产香蕉在中国市场上难觅踪迹,促进了海南产香

蕉的销售。②
 

2.
 

中菲政治缓和(2016—2020 年)

在经历持续多年的中菲南海对抗后,菲律宾对中国的负面历史记忆有

所减弱,即菲律宾认为中国对菲南海战略意图具有克制性,且中国在战略克

制下主动以强硬方式改变中菲南海争端现状的可能性有限。这主要受到两

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过去互动印象,尤其是上一轮中菲领土争端升级的互

动,使菲律宾认识到与中国对抗的结果是其难以承受的。如菲律宾参议员

拉尔夫·雷克托(Ralph
 

G.Recto)认为,每次中菲南海对峙都会造成紧张局

势的升级,使菲律宾的收益几乎为零。③ 2016年9月,时任菲律宾外长亚赛

(Yasay)还表示,南海争端不是中菲关系的全部。④ 二是近期互动印象进一

步弱化了菲律宾的对华负面认知———中国并未对菲律宾构成直接安全威

胁。2018年5月16日,菲律宾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菲律宾自二战后就

未曾面临任何直接的外国侵略威胁。⑤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对华负面认知减弱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中菲关系

①

②

③

④

⑤

Renato
 

Cruz
 

de
 

Castro,
 

“The
 

Duterte
 

Administration's
 

Appeasement
 

Policy
 

on
 

China
 

and
 

the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US
 

Alliance,”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Vol.38,
 

No.3,
 

2017,
 

p.165.
中国农业信息网:《江苏凌家塘市场:夏令鲜果纷纷上市

 

樱桃价格便宜了》,

2012年5月22日,来源:http://www.agri.cn/shichang/scdt_23255/201908/t20190812_

6567170.htm;中国农业信息网:《金华农产品市场:2012年5月份行情分析》,2012年6月5
日,来源:http://www.agri.cn/shichang/scdt_23255/201908/t20190812_6569358.htm。

杨超:《菲律宾政治集团在南海问题上的共识、分歧及成因》,载《国际安全研

究》,2011年第3期,第68页。
李忠林:《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前景》,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

6期,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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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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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带来的经济利益或菲律宾政府换届所体现的领导人决策偏好,而在于

中国在中菲南海争端对抗中的战略克制。首先,菲律宾经济发展态势整体

良好,2012—2016年的5年间,经济总量(GDP)从2619.21亿美元增长到

3186.2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约6.7%。① 其次,杜特尔特在维护菲律

宾南海既得利益上的立场与前任阿基诺三世别无二致。2020年9月22日,

杜特尔特强调仲裁结果不可妥协,亦不可放弃。最后,菲律宾对华认知提升

的关键是中国的战略克制,即中国希望通过域内双边或多边方式的谈判稳

定局势乃至最终解决争端问题。例如,2014年8月9日,时任中国外长王毅

第一次以政策宣示的方式提出妥善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②

然而,美菲同盟关系始终稳固。2017年11月,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承诺

将继续强化美菲同盟关系。③ 而2016年美军特种部队撤军事件和2020年

《访问部队协议》(VFA)废止事件的失败,更是凸显了美菲同盟关系的韧性。

前者指2016年9月,杜特尔特先是宣布驻扎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美国

特种部队必须撤离,但很快又予以否认,改称菲律宾军力缺乏,需要美国的

军事保护。后者指2020年2月,杜特尔特决定取消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

队协议》,但在菲律宾亲美利益集团尤其是菲律宾国会的坚决反对下,杜特

尔特政府最终于6月撤回该决定。与此同时,美国对菲援助不降反升。在政

治援助上,美国更加积极地偏袒菲律宾的争端立场,如
 

2020年7月,美国国

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一改美国在南海争端上长期中立的态度,

公开宣称中国南海权利主张是“完全非法”的。④ 从经济援助看,据美国国际

开发署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的4年间,美国对菲经济援助呈现先降后

升的态势,从2016年的1.46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0.95亿美元,随后快

①

②

③

④

“GDP
 

Growth
 

(annual
 

%)-Philippines,”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
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PH,

 

访问时间:2023年3月20日。
李忠林:《中国对南海战略态势的塑造及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

期,第25页。
李途:《美菲同盟对中菲南海争端的影响论析》,载《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5

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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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75,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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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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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反弹到每年2亿美元以上。在军事援助方面,为帮助菲律宾提升安全自助

能力,美国对菲军事援助投入明显上升,2010—2019年的10年间,美国对菲

军援共计9.68亿美元,2016—2019年的后4年年均1.475亿美元,是

2010—2015年的前6年年均0.63亿美元的2倍多。
 

在负面历史记忆减弱的情况下,虽然稳固的美菲同盟关系使菲律宾仍

然持续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但菲律宾与中国继续对抗的动力下降。随着

中菲南海争端的搁置,中菲关系得以快速趋向缓和。具体表现为:第一,政

治上高层来往 频 密,双 方 首 脑 级 或 元 首 级 互 访 达 中 菲 关 系 历 史 新 高。

2016—2019年的短短4年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先后5次访华,作为回

应,2017—2018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先后访菲。

第二,军事上中菲安全敌对程度极大下降,菲律宾不参与甚至批判美国主导

的具有明显针对中国意图的联合军事行动。例如,2016年10月,杜特尔特

取消了当年3月才开展的对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美菲联合巡逻行动。第三,

经济上中菲经贸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①,2016—

2020年,中菲货物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从2016年的472亿美元增长到2020
年的612亿美元。

(三)
 

2009—2020年的中越南海争端:
 

总体平稳下的阶段性冲突

负面历史记忆使越南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对中国崛起一直心存恐惧。主

要原因是消极的过去互动印象影响越南对中国南海政策的长期想象。以代

表越南最高权力的“四驾马车”领导人为例,在越共十大期间(2006—2011
年),除了时任国家主席阮明哲在卸任前的一次间接强硬表态外,越南党政

高层基本没有公开论述过南海问题;但越共十一大期间(2011—2016年),越

南前4位最高领导人几乎都曾就南海问题对华公开发表强硬立场。② 加上

近期互动印象———中国合法维权力度的提升,被越南解读成“其被强邻所欺

①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来源:http://https--data--stats--gov--cn.proxy.
www.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C01,访问时间:2022年5月10日。

张明亮:《“南海问题化”的越南外交》,载《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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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巨大压力”,这加剧了越南对中国将在中越南海争端上以力破局的担忧。①

2011年5月26日,越南石油公司的“平明2号”(Binh
 

Minh
 

2)勘探船与中方

执法船发生碰撞,越南国内随后爆发持续数周的反华示威活动。② 2013年

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更称,越南国家安全面临的一大威胁就是“(中国)对越

南海岛和国家主权的侵犯”。③ 诚然,政权安全因素长期影响着越南对大国

的外交政策,一是始终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二是在对华外交中灵活利用

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越南对南海既得利益的担忧进

一步加剧④,南海问题在越南外交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⑤。

美越关系则在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快速发展。

在奥巴马时期,美越关系发展迎来从平淡到升温的重大转折。2013年7月

25日,两国宣布建立美越全面伙伴关系。⑥ 进入特朗普时期,美越关系发展

的热度不减。2017年5月,越南总理阮春福访美,成为特朗普上台后首位访

美的东盟国家领导人。⑦ 然而,这一时期美越关系的持续升温具有明显的审

慎特征。美国不想真正卷入可能发生的中越南海冲突。2012年6月,美国

防长帕内塔在访越前表示,美国无意承担解决南海争端的责任。⑧ 越南则不

愿过早站队,其2009年和2019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都强调了不结盟原则。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曾勇:《南海“981”钻井平台冲突折射的越南南海政策》,载《当代亚太》,2016年

第1期,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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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越关系远未达至同盟状态,美国对越援助投入始终有限。从政治援

助看,美国在所谓的中立外衣下,从未明确承认并支持越南的南海权益主

张。在经济援助上,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显示,美国对越经济援助从2009年

的1.2亿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55亿美元,但远不及其对菲经济援助。在

这11年里,美国对越经济援助合计13.5亿美元,同期美国对菲经济援助高

达23.6亿美元。至于军事援助,2009—2019年,美国对越军事援助显著增

长,从2009年的0.0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0.48亿美元,但总额仅为

2.3亿美元,不到同期美国对菲军事援助10.1亿美元的1/4。

虽然负面历史记忆明显增强了越南对抗中国的内部意愿,但缺乏可靠

性大国支持,让越南挑战中国的底气不足。这导致中越南海争端虽相继爆

发2014年“981钻井平台事件”和2019年万安滩事件两起短期冲突,但中越

南海争端态势依然整体受控,中越关系总体平稳。正如范平明在2020年

1月公开发表的文章所称:“越中关系虽有起伏,但友谊与合作仍是主流。”①

具体表现包括:一是政治上中越高层领导人联系频密。2009—2019年,中越

高层领导人访问高达24人次。二是军事上中越安全敌对程度弱,中越不断

加强旨在实现分歧管控的积极安全合作。2009年3月19日,中越领导人热

线电话机制建立。② 2014年10月,越南高级军事代表团访华,其间宣布设立

中越军事热线电话。③ 三是中越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2009—2020年,中越货物贸易总额从
 

2009年的210亿美元增长

到2020年的1923亿美元。从2016年起,越南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

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

(四)
 

2009—2020年的中马南海争端:
 

长期稳定

对马来西亚而言,正面历史记忆使马来西亚认为中国南海政策不具备

①

②

③

王传剑、黄诗敬:《越南海洋强国战略下的南中国海政策:解析与评估》,载《东南

亚研究》,2021年第1期,第116页。
钟飞腾:《国内政治与南海问题的制度化———以中越、中菲双边南海政策协调为

例》,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102页。
中国网:《越南国防部长率12名将军访华

 

中越建保密直通电话》,2014年10月

17日,来源:
 

https://3g.china.com/act/military/568/20141017/18870356.html,引用日

期:2023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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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恶意,且这种认知的稳定性较少受其领导人换届的影响。例如,冷战后

历任马来西亚总理都曾公开宣称,中国不是马来西亚的安全威胁。① 原因主

要是积极的过去互动印象———中马几乎未曾因南海争端爆发过冲突事件:

一是中国的战略克制降低了中马南海冲突事件的爆发概率,如1988年中国

在对华阳礁恢复控制后,没有进入中马南海争端海域开展恢复行动。② 二是

马来西亚国家财政收入的1/3来自油气收益③,其南海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

维持油气资源开发的稳定环境④。加上在近期互动印象中———两国立场整

体相向而行,使马来西亚在认知相符的作用下,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南海政

策的非负面判断。2009年5月,时任马来西亚防长扎希德称,马来西亚对领

土归属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必须采取外交谈判等非强硬措施来解决。⑤ 与此

同时,马来西亚没有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进行过度解读,如2013年马来西亚

防长希沙姆丁·侯赛因(Hishammuddin
 

Hussein)针对当年3月中国海警船

在两国争端海域巡逻一事称,马来西亚认为中国以武力改变争端现状的可

能性不大,只要中国不意图开战,马来西亚不会阻止中国的巡逻。⑥

美马关系呈现有限发展的态势。首先,中国的加速崛起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美马关系发展的动力。如2009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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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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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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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新梅:《马来西亚海洋经济发展:国家策略与制度建构》,载《东南亚研究》,

2020年第3期,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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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称美国重视并希望进一步深化美马关系。① 其

次,美马战略分歧大于共同利益,马来西亚对美国积极拉拢的回应并不热

烈。对美国而言,马来西亚已然成为美国强化在西太地区影响力的“关键国

家”。2014年4月,奥巴马成为继1966年约翰逊后第一位访问马来西亚的

美国总统,两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② 但美马关系的有限升温未能动摇

马来西亚的大国平衡传统,正如2019年2月,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祖基

菲里·再纳·阿比丁(Zulkifli
 

Zainal
 

Abidin)上将称,马来西亚在中美南海

博弈中不站队。③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获得的美国实际援助投入不仅无法与

菲律宾相提并论,甚至低于越南。在政治援助上,美国对马援助极少,且已

有援助里,大部分也不是美国专门对马来西亚立场的偏袒表达,而是美国对

南海问题的整体表态,它往往针对中国而有利于南海周边小国。从经济及

军事援助看,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显示,2009—2019年,马来西亚共获得美

国对马经济及军事援助共计约3.9亿美元,不到同期美国对越经济及军事

援助总额约15.8亿美元的1/4,仅为同期美国对菲经济及军事援助总额

约33.8亿美元的1/9。

在正面历史记忆和一般性大国支持的共同作用下,马来西亚南海政策

整体上与中国的立场相向而行,因此中马南海争端在友好受控中得以搁置,

两国关系长期平稳。具体表现为:一是中马高层互动频密。2009—2015年

共计5名政治局常委级中国领导人访马,仅2014—2019年的6年间,马来西

亚总理先后6次访华。二是中马非敌对军事关系的良性发展。2011年12
月,中马决定成立旨在加强两国双边安全合作的军事合作委员会。④ 2015
年9月,中马在马六甲海峡首次举行双边实兵演习,参演兵力逾千人,成为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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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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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美国希望与马来西亚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2009年9月28日,来源:
 

https://news.ifeng.com/world/200909/0928_16_1369434.shtml,引用日期:2023年3
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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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3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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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东盟国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三是中马经贸合作水平持续加

深。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2020年,中马贸易呈整体快速增长

之势,从2009年的519.7亿美元上升到2020年的1314.8亿美元,增长了

2.5倍。

总结上述案例可验证本文的两个假设:格鲁吉亚(2000—2008年)、菲律

宾(2009—2016年)和越南(2009—2020年)都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

前两者皆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后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结果是俄格关系

走向武装冲突,中菲关系陷入政治对抗,而中越关系总体平稳,说明在小国

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的情况下,小国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极可

能升级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马来西亚(2009—2020年)对中国持正面历

史记忆,只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中马关系长期平稳,而拥有可靠性大国支

持的菲律宾(2016—2020年),其对华负面历史记忆仅是减弱,中菲关系仍走

向缓和,说明若小国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则不管获得何种大国援

助,其都无意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

六、
 

结论

领土争端是国际政治中一种可能导致当事国陷入国家间冲突且往往长

期存续的争端类型。在实力对比悬殊的小国与周边大国的领土争端中,出

现一些小国以长期政治对抗或武装冲突方式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看

似非理性决策行为。为解释这一反常现象,本文试图厘清小国升级与周边

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因果条件及机制过程。

本文采用比较案例、过程追踪和半负面案例相结合的定性实证方法,对

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行为的生成机制进行经验检验。在分析和比

较了俄格争端(2000—2008年)、中菲南海争端(2009—2020年)、中越南海

争端(2009—2020年)和中马南海争端(2009—2020年)4个案例后,本文发

现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行为选择受历史记忆和大国支持的影

响。对周边大国持负面历史记忆的小国若获得可靠性大国支持,则很可能

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仅获得一般性大国支持则其升级与周边大国

领土争端的动能有限;对周边大国持正面历史记忆的小国受大国支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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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此时不论获得何种大国支持,其皆不愿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

领土争端虽为国际冲突研究中的经典议题,但既有领土争端升级研究

对实力因素及互动机制的关注存在不足。因此,本文为弱国视角下小国与

周边大国领土争端升级现象的发生提供了一个机制性解释,有助于丰富领

土争端升级研究在互动层面的理论内容。同时,该研究呈现的政策启示是,

针对因中美战略竞争而更趋复杂的中国与周边小国领土争端形势,能动的

战略克制,即在坚决维护己方权益的基础上,克制短时间内通过强硬手段解

决争端问题的冲动,是中国应对周边小国挑战的理性选择。此外,本研究主

要可沿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大国战略文化对小国战略心理的影响。与小国

进行战略互动时,不同的大国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在仅考虑周边大国战略

文化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小国对战略文化相对强硬的周边大国可

能更加恐惧,使其对是否在领土争端上挑战周边大国将更为谨慎;而对战略

文化相对柔和的周边大国,小国可能更加无畏,使其更容易在与周边大国领

土争端中采取冒险行动。二是小国升级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现象对国际秩

序的冲击,其外溢规模可能取决于支持大国对小国与周边大国领土争端的

介入程度。


